
  

国际条约的适用与我国宪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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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必须信守”是一项古老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在国内法领域内得到广泛认
可，而且发展成为国际法上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在条约缔结后，各方必须按照条约
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主权平等的特点，
这一原则为国际间的相互信赖创造了条件，从而为维持和发展正常的国际关系、保障
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支持。正因为如此，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一向确认条约必须遵守的
原则并强调其重要意义，许多重要的国际文件也都载有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定，如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1986年《维也纳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
法公约》在其宣言中都宣称“条约必须遵守乃举世所承认”，并在条约必须遵守的标
题下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各当事方有拘束力，必须由各当事方善意履行”。而且
“忠实履行国际义务”这一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是在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基础上延伸
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作为国际法基本主体的国家，不论其内部结构如何，也不论各
主管机关分工如何，国家应负责以宪法和法律保障条约的履行，否则，条约必须遵守
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但保证条约执行的方法规定，却属于国内法范围，各国国内法制
度各不相同，条约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执行程序也各不相同。但是，各国如何以其国内
法保证适用国际法规则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国际条约的执行，从而反映出国家对国际条
约义务的承担与否和多大程度上的承担。这又是一个国际法上十分关注的问题。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演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与密
切，国际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展，国家通过国际条约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也越来越
多。中国也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中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纵观当今
世界各国，一般都通过宪法来明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并由宪法明确规定保证条
约执行的方法。而我国宪法对这一重要问题却一直缺乏直接、明确的规定，这种法律
规范的缺陷直接引起了司法实践活动中国际条约适用上的混乱。加入WTO，对我国有
关国际条约适用、执行能力提出了挑战。目前，尽快完善国内立法，尤其是以宪法来
明确中国对国际条约执行的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效力的一般理论  

从实践角度考察，国际条约在国内效力主要是考察国家如何在国内实施国际法，
如何履行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同时，由于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这个问题在
理论上也就直接表现为如何看待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因为国际法所调整的是国际
法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是国际法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而违
反国际法须承担的是国际责任。国际法与国内法无论在主体、调整对象、法律渊源、
效力根据、实施等方面考察都不相同，所以两者是不同的法律体系是毫无疑问的。但
由于国家是国内法的制定者，又是国际法的制定者，所以国际法与国内法两者彼此之
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这也是我国法学界的一般看法，在全世界
范围内这也是占优势的观点[1]。 

国际上对这一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国家一般在其宪法中对国际条约在
国内的效力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如法国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
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法律的权威，但以缔约他方实施该条约或协定为条
件。”而日本宪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凡日本国家所缔结的条约及已经确定的国际法
应诚实遵守。”荷兰1983年宪法规定条约不仅优于一般国内法，而且也优于宪法
[2]。大韩民国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按照本宪法正式批准或公布的条约和公认
的国际法规则应与大韩民国的国内法具有同样的效力。” 



二、实践中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国际条约在缔约国国内适用应包括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接受和条约的直接效力
两方面。国际条约要在缔约国内部得到执行必须首先在缔约国国内生效，即该条约必
须得到缔约方内部法律的接受。 

一般认为，各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并不能直接成为其国内的法律，除非另经
其国内立法机关以“采纳”或“转化”的方式予以确认。具体方式，由各国的宪法予
以明确规定。 
转化，是指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由于国内法律行为而纳入到国内法体系中，成
为国内法律，或者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一般的做法是将一个国际条约通过国内立法
机关以一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内国化”，从而构成一项新的“内国立法”。典型的是
英国和意大利。根据英国宪法的规定，缔结或批准条约是英王的特权，国会却拥有立
法的垄断权。因此，一项条约即使有英王缔结和批准从而构成其对英国国际法上的约
束力，但在未经国会批准之前却不能产生其国内效力。再如意大利，按照意大利1948
年宪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条约在意大利国内的效力，有赖于将条约规定纳入意大利法
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如果条约引起意大利法律的变动，通常就需要有法律授权批
准。 

采纳，是指对一国生效的条约无需国内立法机关的相应“内国立法”，而直接对
该国产生约束力。典型的是美国和西班牙。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美国权
力下缔结的一切条约，与美国宪法和根据该宪法制定的法律一样，都是美国的最高法
律，即使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与之相抵触，每一个州的法官仍受其约束。” 

国际条约被接受为国内法后，自然人或法人是否可以直接享受条约赋予的权利并
要求国内法院适用，这就是条约的直接效力问题。按照各国的实践，通常把条约分为
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的条约两种。前者是指条约经国内接受后无须国内立法机
关再做出补充性规定，就由国内司法或行政机关予以适用。后者则相反，必须由国内
立法机关做出补充性规定后国内司法或行政机关才可以适用。之所以要经过这样的步
骤，是因为：第一，有的国际条约本身有这样的规定；第二，有的条约的效力在原则
上只涉及缔约方政府本身，如果要将其效力扩展到自然人或法人，必须通过相应的补
充性立法；第三，有的条约规定过于笼统，所以需要补充性立法；第四，有的条约不
是用本国文字缔结的，所以需要译成本国文字，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3]。实践
中许多国家通过宪法或其他宪法性法律来明确这一程序，从而确保本国对国际条约义
务的有效履行。 

三、我国现行宪法在规定国际条约适用上的缺陷  

我国的宪法对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的适用及效力问题没有做出直接和具体的规
定。目前，我国宪法这一方面的缺陷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国际条约国内的法律地位规定欠明确  

关于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的法律地位，我国现行宪法没有原则性的规定，仅仅规
定了缔结条约的具体程序包括三个阶段：国务院缔结条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决定条约的批准和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决定批准和废除条约。从现有的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在中国，国际条约的缔结程序
和法律的制定程序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可以由此推断在中国国内，国际条约与法律一
样具有同等效力。此外，一些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做出了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
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规定。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是第一
个做出这种规定的法律，该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
除外。”之后，其他法律法规都做出了大致相同的规定，涉及民事、民事诉讼、行政
诉讼、邮政、野生动物保护、国境卫生检疫、外国人出入境等诸多方面。但这些法律
法规只涉及民事和行政管理等特定事项，政治性并不强。因此，可以谨慎的说，中国
并没有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的一般原则[4]。 



  

（二）没有规定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的转化适用方式  

关于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如何接受为国内法的问题我国现行宪法也没有做出详细
规定，但从其他部门法律就国际条约适用问题的规定以及法律实践的角度来分析，可
以看出我国在实践中倾向于直接采纳与转化相结合的做法。如我国制定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都是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把我国对条约的执行直接规定在国内法中；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则是根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有关特权与豁免权的规定，结
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对公约中的某些条款做了补充规定后制定出执行条约的国内法。 

综上所述，我国缺少宪法性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导致国际
条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这样的现实情况，不仅导致实践中我国
国内的一些法律工作者对此问题长期以来存在模糊认识，在具体应用时出现一些混
乱，而且不能满足我国有关国际条约实践发展的需要，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对外交往与
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与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不相称。我国急需从国
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接受与直接效力三方面制定相应
的宪法性规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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